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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 ２８２ 个地级城市数据为样本，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 “两业融合” 视角下高铁开通

对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高铁开通显著促进沿线城市制造业升

级， 包括生产效率、 价值链位置和环境效益。 第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

渠道， 高铁开通不仅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改善本地制造业的环境效益， 还可以通过促

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提升本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价值链位置。 第三， 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

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和城市异质性， 对中部、 西部地区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影响更为突出， 从而促进了不

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 高铁开通； 制造业升级； 两业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 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 Ｆ５３２􀆰 ３； Ｆ４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２７００ （２０２３） ０１－００５１－１８

一、 问题提出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对现代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中国依托技术集成实现了

制造能力的大幅度提升， 成为 “制造大国”， 但尚未成为 “制造强国”， 产业仍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

端。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 强调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关键环节， 推动中国从 “制造大国” 向 “制造强国” 迈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坚定不移

建设制造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制造业升级仍是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艰巨任务。 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推动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即 “两业融合” 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 要发展服

务型制造新模式，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

务业新体系， 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作为制造业的配套产业， 生产性服务

业可以通过连接上、 下游产业， 为制造业部门提供高端的要素和服务， 在提升制造业技术含量和创新能

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 中国以高速铁路 （以下简称 “高铁” ） 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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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铁建设和运营规模已居于世界首位， 与高铁有关的配套设施和产业的发展水平也位居前列。 作为一

种快速安全、 便利环保的客运交通运输工具， 高铁可以有效压缩时空距离， 促进人流、 知识流和信息流的流

动和重新配置， 在改善原有交通运输网络的基础上变革了沿线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 极大地促进了区域间的

合作和交流，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 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联合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明确从 ２０２１ 年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将分两个阶段推进交通强国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 要基本贯通

“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在此背景下， 基于 “两业融合”
视角， 将中国高铁建设的现存优势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相结合， 研究高铁开通、 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和制造业升级三者间的因果链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 本文运用中国地级城市数据，
理论剖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 系统分析中国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和 “两业融合” 视角下的作用

渠道。 首先， 运用理论分析高铁开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路径， 然后采用双重

差分模型实证研究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从制造业生产效率、 价值链位置和环境效益三个维度

具体展开， 并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视角对作用渠道进行验证， 最后探讨影响的异质性特征。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综述

关于制造业升级的内涵， 大多数学者从价值链的视角出发， 认为制造业升级是指制造业生产活动从

低附加值、 低技术向高附加值、 高技术的转变， 从而显著提升地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 国际分工地位与

盈利能力［１］。 近年来，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 绿色转型也成为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关于高铁开

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现有研究从生产效率［２－４］、 资源配置效率［５］、 创新水平［６－７］、 出口价值［８］、 绿色

发展［９－１０］等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这些研究认为， 高铁开通可以通过加快资本、 劳动等要素流动、
促进知识和技术空间外溢、 改善劳动力市场和中间品市场便利性、 提升市场潜力、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及

推动产业集聚等途径促进制造业升级。 乔彬等 （２０１９） 首次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纳入分析， 认为高铁开

通可以通过要素整合效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而推动制造业升级， 为探讨高铁开通推动制造业升级

的作用渠道提供了新的视角［４］。 但总的来看， 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 基于 “两业融合”
视角， 将高铁开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升级纳入同一框架的研究较少。 例如， 盛丰 （２０１４） 发

现交通发达程度等外部因素能够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间接推动制造业升级， 但其并未聚焦高铁等跨区

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１１］； 乔彬等 （２０１９） 将高铁开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升级纳入

同一框架， 但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传导机制的理论剖析有待进一步深入， 且其采用工业企业总产值来度

量制造业升级， 精准性有待提升［４］。 其次，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制造业升级的单一维度， 比如生产效率、
创新水平、 绿色发展等， 同时进行多维度探讨的较少， 不利于全面展示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以

及对不同维度影响的差异性进行探讨。
基于此， 本文贡献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 在理论梳理高铁开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

间关系的基础上， 从要素流动视角构建理论框架， 丰富了现有的关于交通基础设施、 产业集聚和产业升

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其次， 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层面出发构建制造业升级指标体系， 从生产效率、
价值链位置和环境效益三个维度对制造业升级进行度量， 更全面、 深入地呈现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

的影响； 再次， 从 “两业融合” 视角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渠道， 并将产业集聚的不同

形式与制造业升级的不同维度相结合， 深入剖析了中国高铁开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制造业升

级的现状， 深化了现有研究， 为中国进一步发挥高铁的制造业升级效应， 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

合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二） 理论分析

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这不仅取决于高铁相对于一般交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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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所具有的技术特性， 还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所具有的产业特性。 相比于其他交

通运输方式， 高铁主要服务于客运， 是人流和信息流的重要载体， 可以大大缩短劳动力、 知识和信息

等生产要素的运输时间， 特别是加速了需要 “面对面交流” 才能获取的缄默知识的有效传递。 而生产

性服务业， 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具有更为明显的知识性， 知识和技术是其

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 且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制造业， 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

展也使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倾向， 因而其知识密集度较高， 对人力资本、 知识和信息等

高端生产要素需求较大。 根据产业链理论， 生产性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对缄默知识的获取有极高的

要求， 即难以整理和明确表示， 但却对创新具有重要作用的知识。 缄默知识的传播通常需要通过面

对面交流的方式实现， 加之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泄露等问题的产生， 面对面交流成为生产性

服务业至关重要的知识和信息传递方式 ［１２］ ， 但面对面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的交易成本。 综上， 高铁促进要素流动和面对面交流的技术特性恰好与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和技术密

集的产业特性高度吻合， 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生产及创新发展所需的人力与知识等要

素投入。
因此， 高铁开通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沿线城市的集聚。 一方面， 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提

升可以缩短生产要素的运输时间， 加快人力资本、 知识以及信息等高端要素在城市间的空间流动， 产

生 “劳动力蓄水池” 效应和 “知识场” 效应［１３－１４］ ， 有利于降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生产要素特别是高

端生产要素的搜寻成本，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获取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 另一方面， 高铁开通带

来的可达性提升能够降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以及同行企业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成本， 促进

缄默知识的传递， 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 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及同行企业之间的信息

共享、 知识外溢以及技术学习。 而作为制造业的配套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竞争效应、 专业化效应、 合作效应及知识溢出效应［１５－１７］ 又可以通过质量更高、 价格更低的中间投入品

降低制造业成本， 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因此， 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制造业

升级。
（三）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从要素流动视角出发， 借鉴西科恩和霍尔 （Ｃｉｃｃｏｎｅ ＆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 ［１８］ 的思

想， 基于中间产品模型［１９－２０］， 将高铁开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升级纳入同一框架， 推导三者之

间的传导关系。
假定一个城市拥有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个部门， 其中， 生产性服务业负责为制造业提供中间产

品和服务。 假设两部门均为垄断竞争模式， 企业产品和服务存在差异。 制造业企业可以在 ｉ 城市和 ｊ 城市

之间选址。 城市 ｉ 的生产人数为 Ｎｉ ， 每人提供 １ 单位时间的劳动力。 同时， 基于克鲁格曼的 “线性” 城

市结构， 设定城市中心到边界的距离 ｄｉ ＝ ０􀆰 ５Ｎｉ ， 劳动力单位距离的通勤时间为 ２θ ， 均衡状态下的工资

率为 ｗ ｉ 。 高铁的开通会降低客运交通运输成本， 减少劳动力的通勤时间。 以城市全部劳动力的通勤时间

与工资的乘积度量城市的总通勤成本， 为 ２ｗ ｉ∫０􀆰 ５Ｎｉ
０

２θｂｄｂ ＝ ０􀆰 ５θＮ２
ｉ ｗ ｉ ， 基于此， 城市的总有效劳动力可用城

市全部劳动力扣除总通勤成本表示：
Ｌｉ ＝ Ｎｉ － ０􀆰 ５θＮ２

ｉ ｗ ｉ （ θＮｉ ＜ １ ）① （１）
两个城市的消费者具有一致的 ＣＥＳ 效用函数。 用 Ｅ ｉ 和 Ｅ ｊ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和城市 ｊ 的消费者对制造业

的总需求。 τ （ τ ＜ １） 为两地区产品市场的一体化系数。 Ｇｙ， ｉ 表示城市 ｉ 中制造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指数， 如

式 （２） 所示， 其中， ｍｉ 表示城市 ｉ 中制造业企业的数目； Ｐｙ， ｉ（ｋ） 表示制造业企业 ｋ 所生产产品的出厂价；

３５

① 考虑到劳动力的最长通勤时间必然小于或等于其所拥有的时间禀赋， 在城市边界位置的劳动力的通勤时间必须小于 １， 故有约束条

件 θＮｉ＜１， 因此， 城市的边际有效劳动 （ｄＬ ／ ｄＮ） 在均衡条件下必然大于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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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ｙ （ σｙ ＞ １） 表示制造业产品间的不变替代弹性。 借鉴中间产品模型［２０］， 城市 ｉ 中制造业企业面对的需

求函数如式 （３） 所示：

Ｇｙ， ｉ ＝ ｛∫ｍｉ
０
［Ｐｙ， ｉ（ｋ）］

－σｙｄｋ｝ －１ ／ σｙ （２）

ｙｉ（ｋ） ＝ （Ｅ ｉ ＋ Ｅ ｊ
τ）Ｇσｙ

ｙ， ｉＰｙ， ｉ （ｋ）
－σｙ （３）

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劳动力、 中间投入和其他要素。 假定制造业企业的固定和可变投入分

别为 ｃｙ 和 ｆｙ ； 劳动力的工资和其他要素的价格分别为 ｗ ｉ 和 ｇｉ ； 中间投入和其他要素在成本中的份额分别

为 μ 和 γ 。 因此， 城市 ｉ 中制造业企业 ｋ 的成本函数如式 （４） 所示：
Ｃｙ， ｉ（ｋ） ＝ ｗ１－μ－γ

ｉ ｇγ
ｉ Ｇμ

ｘ， ｉ［ｃｙｙｉ（ｋ） ＋ ｆｙ］ （４）
本文主要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研究， 因而将其他要素在投入中所占

的比例 γ 视为固定不变， 因此， 制造业企业成本结构的变化只受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占比的影响。 值得注意

的是， μ 反映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联程度， 取决于企业的外生技术特征。
假定 ｈ 代表中间企业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ｎｉ 为城市 ｉ 中间企业的数目， σｘ （ σｘ ＞ １） 为中间产品的

替代弹性， 城市 ｉ 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如式 （５） 所示：

Ｇｘ， ｉ ＝ ｛∫ｎｉ
０
［Ｐｘ， ｉ（ｈ）］

－σｘｄｈ｝ －１ ／ σｘ （５）

由于制造业生产成本中比例为 μ 的部分用来支付中间产品投入， ｍｉ 表示城市 ｉ 中制造业企业的数量，
故城市 ｉ 中中间企业 ｈ 面对的总需求如式 （６） 所示：

ｘｉ（ｈ） ＝ ［μＧσｘ
ｘ， ｉ∫ｍｉ

０
Ｃｙ， ｉ（ｋ）ｄｋ］Ｐｘ， ｉ （ｈ）

－σｘ （６）

假定本地中间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仅需要劳动力， 其生产 ｘｉ 的产出需要的固定劳动投入和可变劳动投

入分别为 ｃｘ 和 ｆｘ 。 因此， 城市 ｉ 的中间企业 ｈ 的成本函数如式 （７） 所示：
Ｃｘ， ｉ（ｈ） ＝ ｗ ｉ［ｃｘｘｉ（ｈ） ＋ ｆｘ］ （７）

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 城市 ｉ 的企业数量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实现均衡。 首先， 从短期来看， 单个企业

的利润可以实现最大化。 此时， 由式 （６） 和式 （７） 以及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均衡时中间产

品的定价， 如式 （８） 所示：

Ｐｘ， ｉ ＝
σｘｃｘ

σｘ － １
ｗ ｉ （８）

在均衡状态下， 所有中间企业产品价格相同， 因此， 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由城市中间企业的数目决

定， 如式 （９） 所示：

Ｇｘ， ｉ ＝ Ｐｘ， ｉｎ
－１ ／ σｘ
ｉ ＝

σｘｃｘ
σｘ － １

ｗ ｉｎ
－１ ／ σｘ
ｉ （９）

类似地， 制造业企业在均衡条件下的产品定价和价格指数分别如式 （１０） 和式 （１１） 所示：

Ｐｙ， ｉ ＝
σｙｃｙ

σｙ － １
ｗ１－μ－γ

ｉ ｇγ
ｉ Ｇμ

ｘ， ｉ （１０）

Ｇｙ， ｉ ＝ Ｐｙ， ｉｍ
－１ ／ σｙ
ｉ ＝

σｙｃｙ
σｙ － １

ｗ１－μ－γ
ｉ ｇγ

ｉ Ｇμ
ｘ， ｉｍ

－１ ／ σｙ
ｉ （１１）

从长期来看， 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生产， 因此， 在长期均衡时，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

垄断利润均会降为 ０。 此时，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均衡需求分别如式 （１２） 和式 （１３） 所示：

ｘｉ ＝
ｆｘ（σｘ － １）

ｃｘ
（１２）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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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 ＝
ｆｙ（σｙ － １）

ｃｙ
（１３）

此时， 劳动力市场出清， 劳动力人数也达到均衡状态， 满足 Ｌｙ， ｉ ＋ Ｌｘ， ｉ ＝ Ｌｉ 。 在长期均衡时， 所有企

业的工资率均相同， 为 ｗ ｉ ， 整个城市劳动创造的价值为中间企业的增加值与制造业企业的增加值之和。
而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条件下， 制造业作为最终产品， 其产值 Ｙ 可以衡量总产值， 因此， 所有劳动力创

造的价值增量如式 （１４） 所示：
ｗ ｉＬｉ ＝ Ｙ（１ － γ） （１４）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数量可以表示为式 （１５）：

ｎｉ ＝
Ｘ

ｘｉＰｘ， ｉ

＝ μ
（１ － γ） ｆｘσｘ

Ｌｉ （１５）

基于上述分析， 首先推导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用劳动力的通勤时间 θ 代表城市 ｉ 的高铁开

通状况， 用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代表制造业企业的升级状况， 用 ｕｉ（ｋ） 表示制造业企业 ｋ 的人均增加

值， 如式 （１６） 所示：

ｕｉ（ｋ） ＝
ｙｉ（ｋ）Ｐ （ｋ） ｙ， ｉ － Ｃｙ， ｉ（ｋ）

Ｎｉ
（１６）

根据式 （１）， 可以得到式 （１７）：

Ｎｉ ＝
１ － １ － ２θｗ ｉＬｉ

θｗ ｉ
（１７）

因此， 可以进一步得到式 （１８）：

ｕｉ（ｋ） ＝
ｙｉ（ｋ）Ｐ （ｋ） ｙ， ｉ － Ｃｙ， ｉ（ｋ）

Ｎｉ

＝
ｙｉ（ｋ）Ｐ （ｋ） ｙ， ｉ － Ｃｙ， ｉ（ｋ）

１ － １ － ２θｗ ｉＬｉ

θｗ ｉ （１８）

进一步地， 在制造业企业升级的表达式 （１８） 中对劳动力的通勤时间求偏导数得到式 （１９）：
∂ｕｉ（ｋ）

∂θ
＝ － ｗ ｉ［ｙｉ（ｋ）Ｐ （ｋ） ｙ， ｉ － Ｃｙ， ｉ（ｋ）］

１
２ １ － ２θｗ ｉＬｉ

＜ ０ （１９）

可以看到， 制造业企业升级对劳动力通勤时间的一阶偏导数为负。 因此， 高铁开通带来的客运运输

成本下降可以促进本地制造业的升级。
然后， 从 “两业融合” 视角出发， 推导高铁开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路径。

用城市 ｉ 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数量 ｎｉ 代表城市 ｉ 中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根据式 （１） 和式 （１５）
可以得到式 （２０）：

ｎｉ ＝
μ

（１ － γ） ｆｘσｘ
（Ｎｉ － ０􀆰 ５θＮ２

ｉ ｗ ｉ） （２０）

进一步地， 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表达式 （２０） 中对劳动力的通勤时间求偏导数得到式 （２１）：
∂ｎｉ

∂θ
＝ － ０􀆰 ５ μ

（１ － γ） ｆｘσｘ
Ｎ２ｗ ｉ ＜ ０ （２１）

可以看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劳动力通勤时间的一阶偏导数显著为负。 即高铁开通带来的客

运运输成本下降可以通过加快要素流动降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要素搜寻成本， 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程度。
接着， 推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制造业升级的表达式可以进一步展开， 如式

（２２） 所示：

ｕｉ（ｋ） ＝ １
Ｎｉ
ｙｉ（ｋ）Ｐｙ， ｉ（ｋ） － １

Ｎｉ
｛ｗ１－μ－γ

ｉ ｇγ
ｉ ［Ｐｘ， ｉ（ｈ）ｎｉ

－１ ／ σｘ］ μ［ｃｙｙｉ（ｋ） ＋ ｆｙ］｝ （２２）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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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 在制造业企业升级的表达式 （２２） 中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求偏导数得到式 （２３）：
∂ｕｉ（ｋ）
∂ｎｉ

＝ μ
Ｎｉσｘ

ｗ１－μ－γ
ｉ ｇγ

ｉ Ｐμ
ｘ， ｉ［ｃｙｙｉ（ｋ） ＋ ｆｙ］ｎｉ

－μ ／ σｘ－１ ＞ ０ （２３）

可以看到， 制造业企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一阶偏导数显著为正。 因此， 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程度的提升可以进一步通过价低质优的中间投入品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 促进本地制造业企

业的升级。 因此， 高铁开通带来的客运运输成本下降也可以通过提升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促进

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升级。
基于以上理论和模型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 高铁开通可以显著促进沿线城市制造业的升级。
Ｈ２ａ： 高铁开通可以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Ｈ２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高铁开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渠道。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模型可以有效地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 而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视为一种广义双

重差分模型［２１］。 因此， 构建如式 （２４） 所示模型评估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２２］。
Ｕｐｇｒａｄｅｃ， ｔ ＝ β０ ＋ β１Ｈｓｒｃ， ｔ ＋ γＸｃ， ｔ ＋ δｃ ＋ δｔ ＋ ｕｃ， ｔ （２４）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Ｕｐｇｒａｄｅｃ， ｔ 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制造业升级状况； 核心解释变量 Ｈｓｒｃ， ｔ 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年是否开通高铁， 若开通高铁则 Ｈｓｒｃ， ｔ 取 １， 否则 Ｈｓｒｃ， ｔ 取 ０， 开通高铁城市为实验组， 未开通高铁城

市为控制组； β１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如果 β１ 显著大于 ０， 则表明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的

制造业升级， 反之则阻碍了制造业升级； Ｘｃ， ｔ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城市经济规模、 政府支

持力度、 对外开放程度、 金融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规模、 产业结构、 信息水平以及收入水平； δｃ 为城市固

定效应； δ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
（二） 变量与数据

１􀆰 变量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级城市的制造业升级状况。 已有研究对制造业升级的量化

表达主要可分两方面： 一是技术水平升级， 包括技术复杂度、 高技术人员占比和高技术产业占比等［２３－２４］；
二是产出能力升级， 包括生产效率的提高及获利能力的增加等［１１，２５－２６］。 由于城市层面制造业技术水平的

数据获取较为困难， 采用产出能力指标对制造业升级进行度量。 在产出能力的度量指标中， 全要素生产

率因其综合性较强而在制造业升级问题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２７］，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相比全要素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可比性更佳， 更适宜作为制造业升级的度量指标［２６］。 另外， 由于制造业转型升级都将体

现为价值链上的附加值提升， 有学者认为， 用 “贡献价值” 即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所得之总额

与由外部买进的原材料或服务的采购额之间的差值表征企业的产出价值和创造最终收益的能力更为合

理［２８］。 此外， 在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绿色化也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内容。 综上， 将制

造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同时纳入考虑， 一方面， 基于刘奕等 （２０１７） ［１６］ 的研究， 用生产效率和价值

链位置表征制造业升级的经济效益， 采用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①， 即人均工业总产值来度量制造业企业的

生产效率， 采用工业企业利税额度量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 另一方面， 以工业企业废水排放强

度， 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来表征制造业升级的环境效益。
（２） 解释变量。 目前主流的高铁经济效应研究多采用 ０－１ 虚拟变量度量高铁的开通状况［２，５］。 也有少

部分学者采用可达性和高铁列车频次等方式对高铁开通状况进行度量［２９－３０］。 由于高铁开通并不是一个完

６５

① 由于采用地级城市数据进行研究， 制造业数据的获取较为困难， 参考现有研究， 本文以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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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随机的自然实验， 本文以高铁开通与否的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以更好地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
（３）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因素， 本文设置以下控制变量： 以城市生产总值代表

的城市经济规模、 以政府科教支出代表的政府支持力度、 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代表的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以年

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代表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 以高校教师数代表的城市人力资本规模、 以第二产业占比代

表的城市产业结构、 以互联网用户数代表的城市信息化水平以及以平均工资代表的城市收入水平。
主要变量的定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２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１　 主要变量的符号和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Ｈｓｒ 高铁开通 若该城市开通了高铁， 则定义为 １， 否则为 ０

Ｔｌｐ 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Ｐｔ 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工业企业利税额

Ｅｎｖ 制造业的环境效益 工业企业废水排放强度

Ｇｒｐ 城市经济规模 城市生产总值

Ｇｏｖ 政府支持力度 政府科教支出

Ｆｄｉ 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实际利用外资额

Ｄｅｐ 城市金融发展水平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Ｈｃａｐ 城市人力资本规模 高校教师数

Ｉｎｄ 城市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比

Ｉｎｆｏ 城市信息化水平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Ｗａｇｅ 城市收入水平 平均工资

　 　 注： 为消除离群值影响， 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Ｈｓｒ ４ ５１２ ０􀆰 ２９９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５７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Ｔｌｐ ４ ５１２ １􀆰 ５４９ ７ １􀆰 ４８０ ９ ０􀆰 ８９０ ０ ０􀆰 ０２１ ０ ４􀆰 ９２９ ７

Ｐｔ ４ ５１２ ５􀆰 ４５８ ２ ５􀆰 ２８３ １ ０􀆰 ６８１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８􀆰 ５８５ ９

Ｅｎｖ ４ ５１２ ０􀆰 ８９４ １ ０􀆰 ７３２ ７ ０􀆰 ６２１ ５ ０􀆰 ００１ ０ ４􀆰 ３９５ ６

Ｇｒｐ ４ ５１２ １５􀆰 ９７５ ９ １５􀆰 ９５０ ０ １􀆰 ０８３ ２ １２􀆰 ６６９ ０ １９􀆰 ６０４ ９

Ｇｏｖ ４ ５１２ １４􀆰 ０８９ ５ １４􀆰 １８１ ４ １􀆰 １０９ １ １０􀆰 ４０５ ８ １８􀆰 ２４０ ５

Ｆｄｉ ４ ５１２ １１􀆰 ３０８ １ １１􀆰 ５３２ ６ ２􀆰 ４１８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１６􀆰 ８３４ ７

Ｄｅｐ ４ ５１２ １６􀆰 １８９ ８ １６􀆰 １２０ ３ １􀆰 ２４４ ７ １２􀆰 ７４５ １ ２１􀆰 １７４ ９

Ｈｃａｐ ４ ５１２ ７􀆰 ５２９ ７ ７􀆰 ４６３ ６ １􀆰 ６７２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 ５２４ １

Ｉｎｄ ４ ５１２ ０􀆰 ４８１ ４ ０􀆰 ４８４ ５ ０􀆰 １１０ １ ０􀆰 ０２６ ６ ０􀆰 ９０９ ７

Ｉｎｆｏ ４ ５１２ １２􀆰 ５７８ ２ １２􀆰 ６１４ ９ １􀆰 ３２６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 ７６１ ７

Ｗａｇｅ ４ ５１２ １０􀆰 ３３０ ３ １０􀆰 ６１４ ２ ０􀆰 ６３０ ３ ２􀆰 ３８０ ５ １２􀆰 ６７８ ０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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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的中国地级城市数据， 剔除掉部分核心数据缺失的样本， 共计 ２８２
个地级城市， 样本总量为 ４ ５１２。 所使用的城市数据来自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高铁开通

数据根据国家铁路局官方网站和 《中国铁路年鉴》 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基本实证结果

首先， 本文实证研究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考虑到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过程中可

能会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 基于逐年匹配法

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估计每个城市开通高铁的概率， 根据倾向得分值对样本进行一对一匹配， 匹配变量为城市

人均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占比、 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普通高校在校生比重［３１］， 方

法为核匹配， 并基于匹配后的样本重新估计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可以看到，
倾向得分匹配后结论依然成立， 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制造业的升级， 提升了沿线城市制造业的

生产效率和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降低了废水排放强度， 改善了环境效益。

表 ３　 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变量
ＤＩＤ ＤＩＤ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Ｈｓｒ ０􀆰 ０６１ ９∗∗ ０􀆰 １０７ ２∗∗∗ －０􀆰 ０６４ ８∗∗ ０􀆰 ０６３ ２∗∗ ０􀆰 １０８ ４∗∗∗ －０􀆰 ０６４ ４∗∗

（２􀆰 ４９） （４􀆰 ０５） （－２􀆰 ３０） （２􀆰 ５４） （４􀆰 ０７） （－２􀆰 ２８）

Ｇｒｐ ０􀆰 ２５０ ４∗∗∗ ０􀆰 ２４２ １∗∗∗ －０􀆰 ０１８ ２ ０􀆰 ２４９ ８∗∗∗ ０􀆰 ２３９ ６∗∗∗ －０􀆰 ０１８ ７

（６􀆰 １４） （５􀆰 ６６） （－０􀆰 ３９） （６􀆰 １６） （５􀆰 ６０） （－０􀆰 ４０）

Ｇｏｖ ０􀆰 ２１９ ６∗∗∗ ０􀆰 ２３６ ３∗∗∗ －０􀆰 ０６７ ２ ０􀆰 ２２７ ３∗∗∗ ０􀆰 ２３４ ８∗∗∗ －０􀆰 ０７４ ０

（４􀆰 ４１） （４􀆰 ０８） （－１􀆰 ３８） （４􀆰 ５６） （４􀆰 ０４） （－１􀆰 ５２）

Ｆｄｉ ０􀆰 ００６ １ －０􀆰 ００５ ６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６８） （－０􀆰 ７３） （０􀆰 ６４） （０􀆰 ６５） （－０􀆰 ７０） （０􀆰 ６６）

Ｄｅｐ －０􀆰 ０１３ ０ ０􀆰 １３８ ５ －０􀆰 １０２ ７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１３６ ９ －０􀆰 １０６ ６

（－０􀆰 １４） （１􀆰 ５３） （－１􀆰 ２０） （－０􀆰 ０８） （１􀆰 ５１） （－１􀆰 ２５）

Ｈｃａｐ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６５ ３∗∗∗ －０􀆰 ０１３ ２ －０􀆰 ００７ ５ －０􀆰 ０６５ ４∗∗∗ －０􀆰 ０１２ ３

（－０􀆰 ５４） （－５􀆰 ４７） （－０􀆰 ９７） （－０􀆰 ５５） （－５􀆰 ５４） （－０􀆰 ９０）

Ｉｎｄ １􀆰 １５８ ４∗∗∗ ０􀆰 ６５８ ８∗∗∗ －２􀆰 １１１ ８∗∗∗ １􀆰 １４２ ６∗∗∗ ０􀆰 ６７７ ４∗∗∗ －２􀆰 ０７８ ５∗∗∗

（６􀆰 ５７） （３􀆰 ２５） （－９􀆰 ７７） （６􀆰 ５５） （３􀆰 ３２） （－９􀆰 ６０）

Ｉｎｆｏ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３２ ２∗∗∗ －０􀆰 ０２５ ６ ０􀆰 ００７ ９ －０􀆰 ０３１ ６∗∗∗ －０􀆰 ０２３ ８

（０􀆰 ８９） （－２􀆰 ７８） （－１􀆰 ４９） （０􀆰 ７５） （－２􀆰 ７５） （－１􀆰 ４０）

Ｗａｇｅ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 ００８ 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 １２） （－０􀆰 ３０） （０􀆰 ９６） （－０􀆰 ２６） （－０􀆰 ２２） （１􀆰 １３）

常数项 －５􀆰 ９２６ ０∗∗∗ －２􀆰 ６５３ ３∗ ５􀆰 ２５４ ３∗∗∗ －６􀆰 ０１５ ０∗∗∗ －２􀆰 ６１１ ７∗ ５􀆰 ３１６ ０∗∗∗

（－４􀆰 ３４） （－１􀆰 ７１） （４􀆰 ０７） （－４􀆰 ４４） （－１􀆰 ６８） （４􀆰 １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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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ＤＩＤ ＤＩＤ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８７５ ０􀆰 ５７９ ０􀆰 ７１８ ０􀆰 ８７７ ０􀆰 ５７８ ０􀆰 ７１９

样本量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４８６ ４ ４８６ ４ ４８６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后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时间点之前具有共同的趋势是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

差分模型的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首先， 定义虚拟变量 ｄ＿１—ｄ＿１０， 代表高铁开通前的 １—１０
年， 定义 ｃｕｒｒｅｎｔ 代表高铁开通当年， 定义虚拟变量 ｄ１—ｄ５ 代表高铁开通后的 １—５ 年。 然后， 在基本回

归模型中加入这些虚拟变量①重新进行估计， 考察开通高铁城市与未开通高铁城市在高铁开通前的制造业

升级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图 １ 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 可以看到， 高铁开通前的所有系数均不显

著， 高铁开通后的部分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高铁开通前， 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的制造业升级状况无

显著差异， 平行趋势假定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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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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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②

２􀆰 工具变量回归

为了更好地缓解高铁开通的内生性， 本文引入工具变量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再检验。 地理成本的高

低是决定高铁建设的重要依据［３２］， 参考刘冲和周黎安 （２０１４） ［３３］， 引入坡度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乘项作为

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结果见表 ４。 可以看到，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 坡度与年

份虚拟变量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且估计系数的联合 Ｆ 检验显著， 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坡度与高

９５

①
②

为避免共线性， 剔除 ｄ＿１０。
此图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生产效率， 其余两个制造业升级指标对应图示类似， 不再展示，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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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修建的概率负相关， 与直觉一致， 并且模型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在第二阶段回归中， 高铁开通显

著促进了制造业升级， 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Ｆｉｒｓｔ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Ｈｓｒ ０􀆰 ２５５ １∗∗∗ ０􀆰 ２１２ ７∗∗∗ －０􀆰 １７６ １∗∗

（３􀆰 ０６） （２􀆰 ６８） （－２􀆰 ０５）

２００４ × ｓｌｏｐｅ －０􀆰 ００９ ８

（－０􀆰 ５９）

２００５ × ｓｌｏｐｅ －０􀆰 ０４６ ６∗∗∗

（－２􀆰 ８１）

２００６ × ｓｌｏｐｅ －０􀆰 ０３４ ９

（－１􀆰 ２２）

２００７ × ｓｌｏｐｅ －０􀆰 １３９ ８∗∗∗

（－７􀆰 ６１）

２００８ × ｓｌｏｐｅ －０􀆰 １６９ ２∗∗∗

（－８􀆰 ９２）

２００９ × ｓｌｏｐｅ －０􀆰 １３９ ９∗∗∗

（－７􀆰 ０１）

２０１０ × ｓｌｏｐｅ －０􀆰 １０６ ８∗∗∗

（－５􀆰 ０１）

２０１１ × ｓｌｏｐｅ －０􀆰 １３０ ８∗∗∗

（－５􀆰 ８２）

２０１２ × ｓｌｏｐｅ －０􀆰 １４４ ６∗∗∗

（－６􀆰 ３４）

２０１３ × ｓｌｏｐｅ －０􀆰 ０９８ ７∗∗∗

（－４􀆰 ９３）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９􀆰 ７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４７８ ０􀆰 ８５７ ０􀆰 ５４３ ０􀆰 ７０４

样本量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３􀆰 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制造业升级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为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 本文还进行了安慰剂检

验。 将高铁在各城市的开通时间进行随机处理， 并据此定义高铁开通虚拟变量。 若某年在新定义的高铁

开通年份之后取 １， 否则为 ０， 并重复操作 ５００ 次［３４］。 图 ２ 展示了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到， 基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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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随机样本得到的高铁开通估计系数的均值在 ０ 附近。 这表明高铁开通时间随机这一假定事实并不能够显

著促进实验组城市的制造业升级， 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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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安慰剂检验①

４􀆰 剔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企业研发水平一般都高于非省会城市， 并且是否是省会城市也是影

响高铁开通决策的重要因素。 因此， 为了进一步检验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稳健性， 消除内生性

影响， 本文在样本中剔除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重新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剔除核心城市的回归

结果显示， 高铁开通对沿线地区制造业升级依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５􀆰 排除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的影响

除了高铁外， 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也是重要的客运方式，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构建了每个

城市的公路客运量和航空客运量指标， 作为其他客运交通基础设施的指标， 并引入模型进行控制， 回归

结果见表 ５。 剔除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回归结果显示， 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表 ５　 剔除核心城市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剔除核心城市 剔除其他交通运输方式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Ｈｓｒ ０􀆰 ０６９ ６∗∗ ０􀆰 ０８９ ７∗∗∗ －０􀆰 ０７１ 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 １０４ ７∗∗∗ －０􀆰 ０６４ １∗∗

（２􀆰 ５３） （３􀆰 １９） （－２􀆰 ３２） （２􀆰 ５３） （３􀆰 ９８） （－２􀆰 ２７）

常数项 －６􀆰 ５６５ ６∗∗∗ －２􀆰 ８１４ ０∗ ５􀆰 ５３３ ７∗∗∗ －５􀆰 ９８１ ９∗∗∗ －２􀆰 ５１９ ３ ５􀆰 １９３ ８∗∗∗

（－４􀆰 ２９） （－１􀆰 ６６） （３􀆰 ９６） （－４􀆰 ４５） （－１􀆰 ５９） （４􀆰 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８７５ ０􀆰 ５５３ ０􀆰 ７２０ ０􀆰 ８７６ ０􀆰 ５８２ ０􀆰 ７１９

样本量 ３ ９６８ ３ ９６８ ３ ９６８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１６

① 此图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生产效率， 其余两个制造业升级指标对应图示类似， 不再展示，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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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两业融合” 视角下的作用渠道检验

（一） 集聚指标构建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 不同的学者说法不一。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行业界定和中国 《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中的行业分类标准， 将所研究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为 “交
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 “科学研

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 类行业， 并根据行业技术密集度， 将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 定义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将其余三个行业定义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为了进一步细化研究， 本文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度量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首

先， 参考埃斯库拉等 （Ｅｚｃｕｒ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３５］的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指标进行构建， 具体

计算方法如式 （２５） 所示：

Ｐ＿ＡＧＧｃ， ｔ ＝ ∑
ｓ

Ｅｃ， ｓ， ｔ

Ｅｃ， ｔ

－
Ｅ′ｃ， ｓ， ｔ

Ｅ′ｃ， ｔ

（２５）

其中， ｓ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 Ｅ ｃ， ｓ， ｔ 为 ｔ 年城市 ｃ 生产性服务业 ｓ 的就业人数； Ｅ ｃ， ｔ 为 ｔ 年城市 ｃ
的就业人数； Ｅ′ｃ， ｓ， ｔ 为 ｔ 年除城市 ｃ 外的生产性服务业 ｓ 的就业人数； Ｅ′ｃ， ｔ 为 ｔ 年除城市 ｃ 外的全国就业

人数。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 大部分学者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进行测算。 由于普通的赫芬达尔指

数没有考虑到经济结构中不同产业的重要性及其在国家层面中的多样性差异， 本文的多样化集聚指标构

建参考韩峰 （２０１４） ［３６］的方法， 采用改进的霍斯曼－赫芬达尔指数进行测度， 计算方法如式 （２６） 所示：

Ｄ＿ＡＧＧｃ， ｔ ＝ ∑
ｓ

Ｅｃ， ｓ， ｔ

Ｅｃ， ｔ

×
１ ／∑

ｎ

ｓ′≠ｓ
［Ｅｃ， ｓ′， ｔ ／ （Ｅｃ， ｔ － Ｅｃ， ｓ， ｔ）］

１ ／∑
ｎ

ｓ′≠ｓ
［Ｅｓ′， ｔ ／ （Ｅ ｔ － Ｅｓ， ｔ）］

（２６）

其中， ｓ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 Ｅｃ， ｓ， ｔ 为 ｔ 年城市 ｃ 生产性服务业 ｓ 的就业人数； Ｅｃ， ｔ 为 ｔ 年城市 ｃ 的
就业人数； Ｅｃ， ｓ′， ｔ 为 ｔ 年城市 ｃ 除生产性服务业 ｓ 外的某一生产性服务业子行业 ｓ′ 的就业人数； Ｅｓ′， ｔ 为 ｔ 年
所有城市除生产性服务业 ｓ 外的某一生产性服务业子行业 ｓ′ 的就业人数； Ｅ ｔ 为 ｔ 年所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的就业人数； Ｅｓ， ｔ 为 ｔ 年所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ｓ 的就业人数。
（二）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 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

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 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无显著影响， 匹配后结论一致。

表 ６　 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变量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Ｐ＿ａｇｇ Ｐ＿ａｇｇ＿ｌ Ｐ＿ａｇｇ＿ｈ Ｄ＿ａｇｇ Ｐ＿ａｇｇ Ｐ＿ａｇｇ＿ｌ Ｐ＿ａｇｇ＿ｈ Ｄ＿ａｇｇ

Ｈｓｒ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４ ０

（３􀆰 ０１） （１􀆰 ５９） （２􀆰 ８２） （０􀆰 ８５） （３􀆰 ０１） （１􀆰 ５４） （２􀆰 ８６） （０􀆰 ８３）

常数项 ０􀆰 ０６１ ２ ０􀆰 ０２２ ７ ０􀆰 ０３８ ５ －０􀆰 １６９ １ ０􀆰 ０６２ ６ ０􀆰 ０２４ １ ０􀆰 ０３８ ５ －０􀆰 １８５ ４

（１􀆰 ０７） （０􀆰 ５３） （０􀆰 ９５） （－０􀆰 ８３） （１􀆰 ０９） （０􀆰 ５７） （０􀆰 ９５） （－０􀆰 ９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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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变量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Ｐ＿ａｇｇ Ｐ＿ａｇｇ＿ｌ Ｐ＿ａｇｇ＿ｈ Ｄ＿ａｇｇ Ｐ＿ａｇｇ Ｐ＿ａｇｇ＿ｌ Ｐ＿ａｇｇ＿ｈ Ｄ＿ａｇｇ

Ｒ２ ０􀆰 ２５７ ０􀆰 ０６３ ０􀆰 ２９１ ０􀆰 ０８２ ０􀆰 ２５６ ０􀆰 ０６３ ０􀆰 ２９１ ０􀆰 ０８３

样本量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４８６ ４ ４８６ ４ ４８６ ４ ４８６

考虑到产业集聚表现为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高度集中， 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 忽

略空间互动可能低估高铁的集聚效应［３０］ ， 本文进一步纳入空间关联剖析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的影响。 构建空间邻接矩阵， 采用莫兰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①。 据此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②对高铁开通对沿线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进行再检验，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可以看到， 在考虑空间关联后， 高铁开

通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且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系

数和显著性均较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更大。 综上， 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包括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 且高铁开通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

响更强。

表 ７　 空间模型下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变量 Ｐ＿ａｇｇ Ｐ＿ａｇｇ＿ｌ Ｐ＿ａｇｇ＿ｈ Ｄ＿ａｇｇ

Ｈｓｒ ０􀆰 ００４ ５∗∗∗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６ ３∗∗

（５􀆰 ４０） （２􀆰 ３９） （５􀆰 ３６） （２􀆰 ３２）

常数项 －０􀆰 ０４４ １∗∗∗ －０􀆰 ０１１ ２ －０􀆰 ０３１ ５∗∗∗ ０􀆰 １３８ ５∗∗∗

（－２􀆰 ９１） （－１􀆰 ０９） （－３􀆰 ２０） （３􀆰 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１２８ ０􀆰 ０３７ ０􀆰 １７１ ０􀆰 ０５３

样本量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进一步考察生产性服务集聚是否为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渠道。 在制造业升级对高铁开通的

回归中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 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考察高铁开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的系数与基准结果相比的变动情况， 可以看到， 在列 （３） 中， 纳入专业化集聚后高铁开通的系数下降幅

度较大， 且专业化集聚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可能是高铁开通改善制造业环境

效益的作用渠道； 类似的， 在列 （４） 和列 （５） 中， 纳入多样化集聚后高铁开通的系数有一定幅度下降，
且多样化集聚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可能是高铁开通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在

价值链中位置提升的渠道。 究其原因， 关于专业化集聚渠道， 结合上文的分析， 中国高铁开通对高端生

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而这些行业均为知识技术密集的清洁型行业， 对于发展环

境的要求较高， 其集聚可以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 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因此， 生产性服务

业的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环境效益的改善具有正向影响。 但是由于当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有效性

３６

①
②

两者的莫兰指数分别为 ０􀆰 ０９７ 和 ０􀆰 ０４０。
基于 ＬＭ 和 ＬＲ 检验， 空间杜宾模型无法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因此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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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高， 专业化集聚增大了同质企业对共有资源的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升级

经济效益影响的发挥［３７］。 而多样化集聚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和合作， 且生产性服务业多样

化集聚多以信息技术、 科学研究和金融等功能多元、 知识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有利于促进技术溢

出和合作创新， 从而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但相较于专业化集聚， 多样化集聚的产

生所需的条件更高， 目前， 中国多样化集聚还不充分， 容易受投资规模限制， 更为注重研发和生产， 因

而可能对环境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 对制造业环境效益的改善还不明显。

表 ８　 作用渠道剖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Ｔｌｐ Ｐｔ Ｅｎｖ

Ｈｓｒ ０􀆰 ０６４ ０∗∗ ０􀆰 １０６ ７∗∗∗ －０􀆰 ０６０ ９∗∗ ０􀆰 ０６０ ３∗∗ ０􀆰 １０５ ２∗∗∗ －０􀆰 ０６５ ０∗∗

（２􀆰 ５７） （４􀆰 ０８） （－２􀆰 １５） （２􀆰 ４４） （４􀆰 ０６） （－２􀆰 ３１）

Ｐ＿ａｇｇ －０􀆰 ４７１ １ ０􀆰 １２６ ９ －０􀆰 ８３０ ９∗

（－１􀆰 ２２） （０􀆰 ２９） （－１􀆰 ７６）

Ｄ＿ａｇｇ ０􀆰 ３６５ ２∗∗∗ ０􀆰 ４９３ ９∗∗ ０􀆰 ０６６ ５

（３􀆰 １４） （２􀆰 ２９） （０􀆰 ４４）

常数项 －５􀆰 ８９７ ２∗∗∗ －２􀆰 ６６１ １∗ ５􀆰 ３０５ １∗∗∗ －５􀆰 ８６４ ２∗∗∗ －２􀆰 ５６９ ８∗ ５􀆰 ２６５ ６∗∗∗

（－４􀆰 ３４） （－１􀆰 ７１） （４􀆰 １３） （－４􀆰 ３５） （－１􀆰 ６９） （４􀆰 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８７６ ０􀆰 ５７９ ０􀆰 ７１９ ０􀆰 ８７７ ０􀆰 ５８４ ０􀆰 ７１８

样本量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三） 异质性探讨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 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离不开产业地方化、 外部经济效应和市场需求等因素。
考虑到中国东、 中、 西部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产业状况、 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存在显著的

差异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条件及高铁集聚效应的发挥可能存在差异， 因而高铁开通对不同地区

及不同规模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很可能具有异质性。 因此， 进一步进行地区和城市异质性分析。
１􀆰 地区异质性效应

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更高， 市场需求更旺盛，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了运输

成本， 促进了要素的流动和知识、 技术的溢出， 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因此， 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提升依赖性较低； 而中、 西部地区深处内陆， 经济和产业基础

较差， 市场需求较低，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尚不完善， 阻碍了资源要素的充分流动和经济外部性的发挥，
因此， 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提升应对中、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从而对其

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表 ９ 展示了地区①异质性效应的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 高铁开通显著提

４６

① 本文将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以及海南划分为东部地区； 将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

徽、 江西、 河南、 湖北以及湖南划分为中部地区； 将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广西以及内蒙古

划分为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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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沿线中部地区城市的制造业生产效率和西部地区城市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环境效益， 对东部

地区制造业升级无显著影响。

表 ９　 高铁开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变量
Ｔｌｐ Ｔｌｐ Ｔｌｐ Ｐｔ Ｐｔ Ｐｔ Ｅｎｖ Ｅｎｖ Ｅｎｖ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Ｈｓｒ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７２ ３∗∗ ０􀆰 ０５２ ５ ０􀆰 ０６７ ６ ０􀆰 ０６１ ４ ０􀆰 ０９８ ４∗ －０􀆰 ０２３ １ －０􀆰 ０３４ ９ －０􀆰 １９５ １∗∗∗

（０􀆰 １５） （２􀆰 ０２） （１􀆰 １２） （１􀆰 ３６） （１􀆰 ６５） （１􀆰 ９３） （－０􀆰 ５６） （－０􀆰 ７１） （－３􀆰 １７）

常数项 －１０􀆰 １３８ ６∗∗∗ －７􀆰 ９３８ １∗∗∗ －３􀆰 ４３５ ９ －３􀆰 ８１０ ０ －５􀆰 ２０４ ９∗∗ －５􀆰 ２２５ ６∗ ４􀆰 ６９３ ５∗∗ ４􀆰 ９２６ ７∗∗ ３􀆰 ８１５ ９

（－３􀆰 ２６） （－５􀆰 ２３） （－１􀆰 １８） （－１􀆰 １４） （－２􀆰 ５８） （－１􀆰 ７９） （２􀆰 ０４） （２􀆰 １９） （１􀆰 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８７９ ０􀆰 ９２１ ０􀆰 ８７５ ０􀆰 ６６６ ０􀆰 ６４２ ０􀆰 ５２１ ０􀆰 ７２８ ０􀆰 ７２４ ０􀆰 ７３２

样本量 １ ６１６ １ ５８４ １ ３１２ １ ６１６ １ ５８４ １ ３１２ １ ６１６ １ ５８４ １ ３１２

２􀆰 城市异质性效应

高铁开通具有一定的 “向心效应”。 相比于中小城市， 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等条件更为完善， 对要素的吸引力更强， 高铁的开通提升了区域可达性， 加快了地区间的资源要

素流动， 也加速了生产要素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的流动［３８］。 因此， 高铁开通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大城市

资源要素的聚集和知识、 技术的溢出， 对改善大规模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外部条件的作用更为明显，
从而对其制造业升级的正向影响也应更为突出。 基于此， 本文根据人口规模对全国城市分组①， 进行城市

异质性效应分析。 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超大、 特大和大城市的制造业生产效率，
提高了大城市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改善了超大和特大城市制造业的环境绩效， 而对中小城市制造

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和环境效益无显著影响， 甚至降低了其生产效率。

表 １０　 高铁开通对不同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变量
Ｔｌｐ Ｔｌｐ Ｔｌｐ Ｐｔ Ｐｔ Ｐｔ Ｅｎｖ Ｅｎｖ Ｅｎｖ

超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超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超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Ｈｓｒ ０􀆰 ０６２ ６∗ ０􀆰 ０８７ １∗∗∗ －０􀆰 ２６６ ７∗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１０３ ２∗∗∗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９５ ２∗∗ －０􀆰 ０４５ ４ －０􀆰 １３６ ８

（１􀆰 ７５） （２􀆰 ６７） （－１􀆰 ８８） （－０􀆰 ３７） （３􀆰 ３２） （－０􀆰 ０７） （－２􀆰 ３３） （－１􀆰 １４） （－１􀆰 ００）

常数项 －１１􀆰 ２９６ ９∗∗∗ －４􀆰 ５４１ １∗∗∗ －０􀆰 ６７１ ９ －４􀆰 ７９８ ２∗∗∗－２􀆰 ６４２ １ －０􀆰 ６２６ ２ ７􀆰 ８３０ ０∗∗∗ ４􀆰 １６８３∗∗ ４􀆰 ５９６ ９

（－５􀆰 ９８） （－２􀆰 ６５） （－０􀆰 １２） （－２􀆰 ８４） （－１􀆰 ２９） （－０􀆰 ２４） （３􀆰 ０２） （２􀆰 ４３） （１􀆰 ７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５６

① 本文根据国务院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 中关于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 将人口 １ ０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定义为超大城市，
将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 １ ０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定义为特大城市， 将人口 １００ 万以上 ５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 将人口 １００ 万以下 ５０ 万以上

的城市定义为中等城市， 将人口 ５０ 万以下的城市定义为小城市， 并将样本分为超大和特大城市、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三组。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高洪玮： “两业融合” 视角下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表１０（续）

变量
Ｔｌｐ Ｔｌｐ Ｔｌｐ Ｐｔ Ｐｔ Ｐｔ Ｅｎｖ Ｅｎｖ Ｅｎｖ

超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超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超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Ｒ２ ０􀆰 ９０９ ０􀆰 ８６７ ０􀆰 ８８４ ０􀆰 ７９７ ０􀆰 ５０５ ０􀆰 ４１５ ０􀆰 ７６１ ０􀆰 ７１１ ０􀆰 ６８６

样本量 １ ５２０ ２ ８００ １９２ １ ５２０ ２ ８００ １９２ １ ５２０ ２ ８００ １９２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地级城市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两业融

合” 视角下的作用渠道以及影响的异质性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 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制造业的

升级， 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价值链位置， 改善了制造业的环境效益。 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促进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制造业升级， 一方面， 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改善制造业

的环境绩效； 另一方面， 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价

值链位置。 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和城市异质性， 显著促进了沿线中、 西部地区

城市的制造业升级， 而对东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显著促进了沿线超大、 特大以及大城市的制造业升级，
对中小城市无显著影响， 甚至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进一步完善高铁网络， 充分发挥高铁的制造业升

级效应。 在稳步推进高铁线路建设的同时， 不断加快既有线路的改造， 尽快实现慢速、 普速列车提速，
提升区域可达性。 各地区和企业也应积极制定有利于资源要素流入的政策， 持续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
第二， 加快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高铁促进制造业升级中的正向渠道作用。 继续

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 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 降低同质化竞争， 提升生产性服

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有效性， 同时， 要积极创造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政策条件， 不断扩大多

样化集聚规模。 第三，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造业升级战略， 实现高铁有序均

衡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制造业升级。 应继续完善向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倾斜的政策措施， 完

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高铁开通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升级影响的深度和持续性， 激发高铁开通对中小

城市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弱化高铁开通的 “向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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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ＦＡＢＥＲ Ｂ．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ｎ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８１（３）：１０４６－１０７０．
［３３］刘冲，周黎安．高速公路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来自中国县级水平的证据［Ｊ］ ．经济科学，２０１４（２）：５５－６７．
［３４］ＬＩ Ｐ，ＬＵ Ｙ，ＷＡＮＧ Ｊ． Ｄｏｅｓ ｆｌａｔｔｅｎ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３：１８－３７．
［３５］ＥＺＣＵＲＲＡ Ｒ，ＰＡＳＣＵＡＬ Ｐ，ＲＡＰÚＮ 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６，４０（６）：６０１－６１６．
［３６］韩峰，洪联英，文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城市化了吗？ ［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１２）：３－２１．
［３７］莫莎，欧佩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 ２７５ 个地级城市的证据［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学报），２０１６（５）：１７－２７．
［３８］ＱＩＮ Ｙ． ‘Ｎｏ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ｕｐｇ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７，１７

（３）：４８９－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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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高洪玮： “两业融合” 视角下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ＧＡＯ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３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ｕｔ ｎｏｔ 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 ｆａｓｔ， ｓａｆ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８２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８ 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ａｇ⁃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
ｎ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ｌｏｗ，ｗｈｉｃｈ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ｉｒｄｌ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ｅｒ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ｕｐ⁃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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